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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服务业
———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陆　铭　向宽虎＊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区域
性核心大城市的距离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 “∽”曲
线关系，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上升
再下降。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存
在三次曲线关系，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说明第二产业的集聚力比第三
产业相对更强，但离散力相对更弱。同时，我们也发现，区域性的大
城市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本
文的含义是，向沿海和大城市周边的空间集聚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
重要，服务业作为内需增长的源泉并不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关键词　服务业，空间集聚，“中心—外围模式”

一、引　　言

最近一轮经济危机对出口造成冲击之后，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内需的重要
性，而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因而各级政府都提出要大力发展
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内需越来越重要，以
及服务业的更快发展，将使得地理因素 （特别是到沿海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
距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再重要，内地和中小城市将成为新的增长中心，
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讨。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经
济在大城市周围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的
时候，集聚的作用非常明显。那么，在服务业的发展上，地理因素是否仍然
重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中国发展服务业的地区间布局问题，也会影
响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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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和人口
向大城市及其周围集聚的趋势仍在继续。以美国为例，在经历过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期间的人口规模下降后，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开始，一些老的大城市
（如纽约和波士顿）又重新进入了人口和收入水平同时增长的发展阶段，这与
金融、专业化服务、新技术等思想密集型 （ｉｄｅ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产业更需要人与人
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有关。与此同时，像底特律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因
为没有发展起思想密集型的产业，其人口则出现了萎缩 （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１０）。一
些传统的港口城市和大城市在历史上积聚了大量人口，并具有相对更高的收
入，因此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对于积聚高技能劳动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是这
样，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例外，也就是说，服务业发展并不会降低地理的重
要性，不会导致城市体系的离散化。
本文将通过考察到大城市、大港口的距离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来检验地理因素是否影响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发现，服务业的劳动
生产率和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呈现出 “∽”形曲线，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上升再下降。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到区域性大
城市距离的关系却呈现出 “Ｕ”形曲线。这些发现均说明，总体上来说，或者
说对于绝大多数样本城市来说，服务业仍然依赖于向大港口和区域性的大城
市的空间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１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文献中，一般只提到“运输成本”，但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服务业，而服务是不
可运输的，因此，对于服务业，我们采用“贸易成本”这一说法。

本文也将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上的差异。从理
论上来说，因为服务业贸易成本１高，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贸易品，因此，相对
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向核心大港口的集聚力更弱，而离散力更强。理论预
期是，服务业的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要小于制造业，而且服务业更容易在
城市体系的 “∽”形曲线上出现第二个波峰。利用中国的数据，我们的确证
实了这个猜想。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贸易成本的差异，我们也间接证实
了运输成本对于集聚力和离散力相对强弱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的文献，并指出了本文的贡献；

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和数据描述；第四部分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地理关系
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最后是根据实证结果得出
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地理与服务业：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全
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其中，全球土地面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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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占埃及国土面积０．５％的开罗，其ＧＤＰ
超过了埃及的一半。同样，只占巴西总面积１５％的中南部三州，贡献了全国
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另一个现象是，在很多国家，最主要
的城市都是在港口，以亚洲为例 （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很大一部
分的人口和产业都集中在少数的几个港口城市 （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ｉ，１９９６）。中
国的研究也发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经济发展更快
（Ｈｏ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０；许政等，２０１０）。
经济为什么会集聚？传统的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解释了外生的地理条

件在经济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时期，
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使得生产活动聚集在港口周围，这就形成了港口城市为
核心的经济圈 （Ｍｉｌｌｓ，１９７２，第５章；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ｓｅｓ，１９７５；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ｒａｉｙａ，１９７６，１９７７）。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并
且存在运输成本，即使在一片各个地方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区域内，在经济
的自我演进过程中仍会产生集聚。经济在城市集聚，存在着三个方面与其先
天地理条件无关的规模效应：第一，分享 （ｓｈａｒｉｎｇ）。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
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
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
客户的需求来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第二，匹配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在更
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
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
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第三，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
相互学习 （Ｇｉ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当然，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的区位理论并不是
互相排斥的，他们在解释经济的空间集聚上是互相补充的，对于当前的城市
格局的形成，往往需要先天条件和规模经济效应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
最初由于地理优势或者历史事件形成的大城市，由于规模效应和外部性，其
集聚力量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效果。不管大城市最初形成是由于历史还是地理
因素，当这些因素的作用变弱甚至消失的时候，自我强化产生的锁定效应
（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将使得已有的大城市仍然可能占据国家 （地区）经济的主导
地位 （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ｉ，１９９６）。
世界经济的另一大趋势是经济服务化，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

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服务业是否有集聚效应，在理论上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服务业是否可贸易；二是如果服务业不可贸易，是否有其他渠道导致服
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地理有关。
关于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服务经济学认为，服务和制成品有着巨大的差

别，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库存和运输的不可能性 （井原哲夫，１９８６），这使得
服务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这种观点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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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被认为可贸易，已经是某些研究城市体系的文献
的逻辑起点 （如Ａｎａｓ　ａｎｄ　Ｘｉｏｎｇ，２００３）。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认为，虽然像快
餐、日托、离婚律师等行业很确定是不可贸易的，但是其他服务业，如金融
服务是可以贸易的。哈特福德是保险业集聚的中心，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
洛杉矶是娱乐中心，这些城市提供的服务部分是可贸易的，从而可能产生集
聚。而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服务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部分服务业可贸易，
从而有空间集聚的特征。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ｅｔｚｅｒ（２００５）关于美国的研究就发现，
按ＮＡＩＣＳ （北美产业分类系统）划分的产业，可贸易的服务业与不可贸易的
服务业基本各占一半；若从就业来看，可贸易的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要大于
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由于中国统计中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和

ＮＡＩＣＳ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无法直接根据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ｅｔｚｅｒ（２００５）的结
论得到中国可贸易的服务产业的数量及其就业信息，但因为可贸易的服务部
门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可以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２数据间接地看出
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如表１所示，生产性服务业无论在
增加值还是就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其增加值占ＧＤＰ和第三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比相应的就业比重来得更高。

表１　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年份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１９．１　 １９．２　 １９．８　 ２０．９　 ２０．２
占第三产业比重 ４７．２　 ４７．３　 ４８．３　 ４９．９　 ４８．３

就业
占总就业比重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６．０
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２７．７　 ２８．０　 ２８．２　 ２８．６　 ２９．２　 ２９．７　 ３０．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年出台的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六项。国内大多数学者也采取了这种划分方式。
３ 由于２００３年以前采用了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这里我们只给出了２００３年以后的数据。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些服务产业虽然不可贸易，但是由于对它的需求在
地理上是集聚的，也会体现出集聚的特征 （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ｅｔｚｅｒ，２００５）。这还
得附加一个条件，即服务的提供存在着规模效应，否则即使对一些服务业的
需求是集聚的，也只能看到这些服务业的总量在大城市较高，其人均水平和
其他城市相比不会有明显差异。在服务业的供给上，部分服务业也和制造业
一样，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甚至，现代服务业往往是资本、技术和信息密
集型的，在分享、匹配和学习这三个方面的规模效应比制造业来得更加重要。
杨向阳和徐翔 （２００４）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中国的服务业数据，证实了服务业
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所以，在人口和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由于服务业的规
模效应，服务业也会产生集聚。此外，虽然消费型的服务业通常不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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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生产型服务业集聚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对消费型服务业产生了大量
的需求，因此也会相应带动不可贸易的消费型服务业的集聚。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大城市距离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阐明地理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另一种机制：制造业是集聚
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本文会提供相应的证据。
只要每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足够充分的竞争，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和可
贸易的服务部门以及制造业的从业者将得到趋同的报酬 （其他条件相同）。考
虑到不同产业的从业者的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平均工资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总体上，二者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只要制
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相关，再加上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并且工资和劳
动生产率是相关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和地理产生了相关关系。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理解服务业发展的新视角。

服务业和制造业是有差别的：一方面由于服务难以库存和运输，导致服务业
可能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对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
的贸易成本有着不同影响，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使得服务部门的贸易成本
下降得远比制造业多。在既有的文献中，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几个不同的研
究角度。Ｂｕｅ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ｂｏｓｋｉ（２００９）认为，一个地区的技能水平提高时，有
两种渠道会使服务业得到发展：一是收入上升会增加对服务的需求；二是家
庭在决定是自己提供还是向市场购买服务时，会考虑自己的机会成本，当技
能水平上升时更多的家庭会选择向市场购买服务，因为这时家庭自己提供服
务的机会成本较高，而市场提供的服务相对来说会更便宜。Ａｉｇ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１）
和 Ｗｌｆｌ（２００５）指出，一些因素，如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化、福利社会建
设，加上部分服务业自身收入弹性较大，收入上升使得服务业的最终需求上
升，这使劳动力流向服务部门，从而导致了发达国家服务部门的膨胀。但是

Ｄａｔｈ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 （２０００）认为，现实中劳动力转移并不那么自由，因此最终
需求上升通过劳动力市场引起服务部门膨胀这一结论不成立。Ｂｅ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ｎ－
ｄａｈｌ（１９９６）从中间需求角度解释了服务份额的增大，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
对专业技术知识的需求上升和政府管制的加强，是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
上升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很少有文献分析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的影响。
进一步的，本文还将比较在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地理位置之

间的关系有何差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反映出集聚力和
集散力的相对大小。由于服务业的贸易成本高于制造业，通过比较地理因素
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可以验证贸易成本之类的
因素如何集聚力和离散力的相对大小，从而影响城市体系的模式。这些都是
既有研究没有做过的工作。



１０８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１卷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城市体系的 “中心—外围”模型，根据这一理论，核
心大城市是城市体系中最重要的市场，而港口城市更是连接了国际市场和国
内城市体系。地理与一个城市的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是集聚力与离散力之间
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的力量是指，由于大城市的市场潜力大，在存在着运
输成本的条件下，厂商更愿意选择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进行生产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离散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大城市存在着拥挤效应，二是经济中
存在的一些不可流动的劳动力 （通常是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需要被满足。
当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逐渐增加时，集聚的力量逐渐减弱而离散的力量逐渐
增强，最终到中心城市距离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 “∽”形
曲线关系。“∽”形曲线是否会出现第二个波峰，取决于离散力和集聚力的相
对大小。离散力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运输成本，如果距离大港口足够远，
离散力足够大，那么，“∽”形曲线就可能出现第二个波峰 （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Ｋｒｕｇ－
ｍａｎ，１９９５；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ａ，１９９９ｂ）。４在上述几篇文献中，市场潜力的
数学定义很具体，是指离中心城市某一距离上的企业，整个经济体对其产品
的需求与使得企业利润为零的产量之间的比例。因此，市场潜力大最直接的
结果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更大，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具有较低
的平均成本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地理与市场潜力之
间的关系通常是用地理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来反映的。由于存在着规模报酬
递增，市场潜力大的企业，能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着更高的劳
动生产率。实证文献往往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分析集聚经济的对象，或者在
该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下用工资替代，例如Ｃｉｃｃｏｎ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Ｃｉｃｃｏｎｅ
（２００２）、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范剑勇 （２００６）等。因此，本文也采用
劳动生产率作为分析对象。５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６：

ｙｉｔ ＝ｃ＋α１ｄｐｉ＋α２ ｄｐ（ ）ｉ ２＋α３ ｄｐ（ ）ｉ ３＋β１ｄｉ＋β２ｄ
２
ｉ ＋β３ｄ

３
ｉ ＋γＸｉｔ＋Ｔ＋ξｉｔ．

４ 另一个离散力量的影响因素是人口规模，如果人口规模足够大，那么，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更可能产生
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在实证研究中，因为整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通常不作为解释变量加以
控制。
５ 同时，我们也用增长模型做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地理的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年地级城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到最近大港口距离的三次曲线关系仍然是成立的。
为了控制篇幅，这部分结果没有在文中报告。
６ 对于一些研究ＮＥＧ的作者来说，经济变量都是内生于地理变量的，因此，他们的模型往往只将地理变
量作为解释变量（例如Ｄｏｂ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１；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本文中，控制其他变量
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地控制城市之间的异质性。我们也试过只控制两组距离变量，其结果和后文中我们将
要报告的结果大同小异，因此，限于篇幅，正文中没有报告这些结果，但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可以提供。

本研究中，我们使用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城
市面板数据，包含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１８年的经济数据，但由于早期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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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数量仅２００不到，而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数据缺失严重，再加上有缺
失变量，实际进入本文回归分析的样本量小于５　１４８ （２８６×１８）个。ｙｉｔ为模
型被解释变量，我们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数据分别做了回归，其中ｓｅｒｖ－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ｉｔ）表示ｉ城市ｔ年的第三 （二）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以
相应产业的产出除以该产业的就业人数，产出均以各省城市部门的通胀指数
进行了消胀。

７ 我们定义的大港口城市为上海、香港和天津。大城市为北京、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南京、天津、武
汉、广州、成都、西安、上海、重庆、长春等１４个城市，这里大城市的定义采用许政等（２０１０）的做法，定义
１９９０年建成区非农业人口在１５０万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

我们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和到最近大城市的距离，
分别用ｄｐｉ和ｄｉ表示。７我们对距离的度量采用的是直线距离，这一方面是由
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外生的，而其他距离
度量 （比如交通距离或开车时间）则是内生的。在回归方程里，为了反映地
理与劳动生产率的三次曲线关系，我们同时控制了以上两个距离变量的二次
项与三次项，分别用 ｄｐ（ ）ｉ ２、 ｄｐ（ ）ｉ ３ 以及ｄ２ｉ、ｄ３ｉ 表示。由于主要的解释变量
是距离、港口和内陆港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因素，因此，本文未采用固定
效应估计，同时，为了控制样本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ＧＬＳ回
归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们在考察距离变量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关系的同时，还控制了其他一些

解释变量。这些变量包括：（１）初始年人均ＧＤＰ的对数，以ｌｎｇｄｐｉ０来表示，
来观察一个城市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对后来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２）教师学生
比，用来代理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以ｔｓｒａｔｉｏｉｔ来表示，人力资本能够提
升劳动生产率，但必须注意，教师学生比并不能准确度量人力资本水平，在
本文中它只是一个控制变量，以缓解核心变量的遗漏变量偏误； （３）人口密
度，以ｐｏｐｄｅｎｃｉｔ来表示，服务业产品的提供和消费大都同时进行，人口密度
高就相对降低了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４）城市市辖区
总人口，以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来表示，用来控制城市的规模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可以观察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 （５）其他一些和地理因素相关的哑变
量，如是否为港口城市 （ｐｏｒｔｉ），是否为内陆港口城市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ｉ），中部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和西部 （ｗｅｓｔｉ）哑变量，这些变量可以控制住城市间地理和自然
的差异；（６）表示一个城市政治经济特征的哑变量，如是否为沿海开放城市
（ｃｏａｓｔｏｐｅｎｉ），是否省会城市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是否经济特区 （ＳＥＺｉ），这组变量可
以控制住城市间地理和政策的差异；（７）与最近的大城市是否同省，用以考察
省际市场分割是否存在，以哑变量ｓａｍｅｐｒｏｉ 表示，大城市会对周围城市的经
济活动产生吸纳效应，如果存在省际分割，那么与最近大城市不同省的城市
相比，和最近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将会受到更多的吸纳效应的影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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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政等 （２０１０）的研究，非农产业总体来说是存在省际分割现象的；（８）城市
的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用来控制城市间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异，以

Ｇｏｖｇｄｐｒａｔｉｏｉｔ来表示；（９）人均供水量，以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ｃａｐｉｔ来表示，用来控制每
个城市水资源丰裕程度的差异；（１０）Ｔ表示一组控制时间因素的年份哑变量。

８ 在我们的样本里，除了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两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以外，距最近大城市的距离最大值为
１　１２５ｋｍ，而距大港口的距离最大值为２　２９５ｋｍ。

四、地理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根据 “中心—外围模式”（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所述，到中心城市距离与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 “∽”形曲线关系，所以我们试图在回
归方程中同时控制到大港口距离和到大城市距离的一次、二次、三次项。但
是当我们放入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以后，其二次项和三次项都不显著，这
可能是由于在我们的样本里，到大城市的距离还没有远到能够使三次项能发
挥作用的水平。８所以我们去掉了到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结果其一、二次项
都显著了，有趣的是，与许政等 （２０１０）的发现相同，一个 Ｕ形的曲线恰好
是三次型曲线的左半部分。

表２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决定

（１）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２）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３）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４）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ｄｐ －２６．８８＊＊＊ －３０．９１＊＊＊ －２８．４１＊＊＊ －２８．７３＊＊＊

（５．２３９） （５．２９２） （５．２３６） （５．４９６）

ｄｐ２／１００　 ２．３８＊＊＊ ２．８８＊＊＊ ２．５５＊＊＊ ２．４５＊＊＊

（０．６３８） （０．６４４） （０．６３９） （０．６７２）

ｄｐ３／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２６２）

ｄ －８．９８３＊＊ －１４．７６＊＊＊ －９．８９２＊＊ －５．４６０
（３．８５６） （３．８２２） （３．８５０） （４．１０４）

ｄ２／１００　 ０．７２８＊ １．１１＊＊＊ ０．８４３＊＊ ０．５９７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０） （０．４３２）

ｌｎｇｄｐｃａｐ０ ７　０９０．３＊＊＊ ７　７３６．３＊＊＊ ６　５０５．０＊＊＊ ６　０９４．３＊＊＊

（６４７．０） （６４６．７） （６３１．１） （６７９．４）

ｔｓｒａｔｉｏ －２１５．２ －２４５．５ －１６６．６ －３３９．７
（２１７．８） （２２０．８） （２１８．４） （３０９．２）

ｐｏｐｄｅｎｃ　 ０．２５６＊＊＊ ０．２９０＊＊＊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６＊＊＊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６５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８．２１７＊＊＊ ８．４２７＊＊＊ ０．７６９　 ２．５９４
（２．６７４） （２．７０４） （２．１７０） （２．２９３）

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ｃａｐ　 ５．２３６＊＊＊ ５．４４８＊＊＊ ５．５０７＊＊＊ ６．８１２＊＊＊

（１．３３９） （１．３５８） （１．３４３） （１．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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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２）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３）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４）
ｓｅｒｖｐｅｒｃａｐ

ｐｏｒｔ　 ４　９５１．１＊＊＊ ３　９０１．６＊＊＊ ５　２０８．２＊＊＊

（１　２１９．３） （８８３．９） （１　２８７．５）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　 ７　６８４．２＊＊＊ ７　４８７．９＊＊＊ ７　８９２．７＊＊＊

（９３３．６） （９３６．３） （９７７．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４　４１４．７＊＊＊ －４　２６３．９＊＊＊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１４．４）

ｃｏａｓｔｏｐｅｎ －２　９６１．２＊ ３７７．８ －２　４２２．５
（１　５５０．９） （１　２４４．９） （１　６３９．３）

ＳＥＺ －７２５．４　 ３　０６０．３＊ １４８．９
（１　８７５．５） （１　５７９．７） （１　９８２．３）

ｍｉｄ －３　９５６．１＊＊＊ －３　７９０．４＊＊＊ －３　９８９．２＊＊＊ －３　７２０．６＊＊＊

（８７８．５） （８７２．８） （８８０．７） （９２５．８）

ｗｅｓｔ －２　４９６．２＊＊ －２　３９４．５＊＊ －２　９５８．６＊＊＊ －３　３７２．４＊＊＊

（１　１４３．１） （１　１４８．５） （１　１３９．３） （１　１９６．０）

ｓａｍｅｐｒｏ －２　５１０．５＊＊＊ －３　４２１．１＊＊＊ －２　１０２．９＊＊＊ －７１１．１
（７９８．７） （８０２．６） （７８９．７） （８５４．６）

ｇｏｖｇｄｐｒａｔｉｏ －５５２．６＊＊＊

（６７．４５）

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５　９２６．１＊＊＊ －４７　９９０．５＊＊＊ －４０　９０４．１＊＊＊ －３２　７５３．５＊＊＊

（５　９４１．０） （５　９６９．１） （５　８１８．３） （６　３１６．０）

观察值 ２　７４８　 ２　７４８　 ２　７４８　 ２　５７１
调整的Ｒ２　 ０．６０５　 ０．５９４　 ０．６０２　 ０．６０１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２）＊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３）调整的Ｒ２

报告的是同样方程的ＯＬＳ回归的值，后表同。

从方程 （１）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到大港口距离的一次、二次、三次项
都非常显著。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确实影响一个城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
了给出直观的印象，我们根据方程 （１）的结果画了一个到最近港口的距离与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图，如图１所示。图１的横轴表示到最近的大港口
的距离，纵轴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被观测城市与距离最近的港口
城市服务业人均产出的差距。从图１我们可以看出，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所
预测的 “∽”形曲线是较为明显的。距离港口城市越近，服务业的人均产出
越高；随着距离的增加，服务业人均产出先下降，到了８３０公里左右开始上
升，１　７８０公里左右达到第二波峰，最后又开始下降。
同时，我们也画出了到区域性大城市距离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图，

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到大城市距离的下降，服务业的人均产值先是
下降，到６２０公里左右达到最低，然后开始上升。当距离接近１　０００公里时，
服务业的人均产出只低于区域性大城市约１　７００元。对比图１和图２可以看
出，随着到最近港口的距离的增加，过了最低点之后，服务业的人均产出虽
然有所增加，但是其第二个波峰和港口城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约为６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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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到港口距离和服务业人均产出

元），但是随着到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的上升，服务业人均产出和大城市的差
距始终不是很大。由于在本文的样本中，距离最近大城市的距离超过１　０００公
里的城市只有四个，为酒泉、嘉峪关、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仅占总样本
（共２８６个城市）的１．４％，因此图２中我们只描述了到最近大城市距离在

１　０００公里以内的情况。

图２　到大城市距离和服务业人均产出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区域性大城市和港口大城市相比，其经济集聚力量
相对较弱，具体体现在，与到大城市距离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相比，

在到大港口距离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关系里，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的转
折点到来得更远。这说明，即使是服务业，和内陆大城市相比，核心港口城
市仍然拥有强大的集聚力。大港口及其附近城市的优势可能来自两方面：一
是直接效应，即来自国内外的服务需求；二是间接效应，主要指由于周边地
区工业发达而引致的服务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带来的较高的服务业
工资和服务价格。由于工业发达而引致的服务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工业
发达而引起人口集聚，从而引致的对最终服务的需求，如家政服务、医疗、

零售、娱乐等行业；二是对中间投入的需求，如物流、信息、金融等行业。

相对而言，后者对于集聚的影响可能更大，根据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ｌｅｔｚｅｒ（２００５）

的研究结果，这些行业可贸易性相对更强，因此更容易产生集聚。而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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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没有核心港口城市那么明显。

除了距离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的影响。港
口 （ｐｏｒｔ）和内陆港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非常显著，说明港口和内
陆港对一个城市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正面影响。其机制可以用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ｉ（１９９６）所提出的 “锁定效应”（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来解释 （见文献综述部
分）。中部哑变量 （ｃｅｎｔｒａｌ）和西部哑变量 （ｗｅｓｔ）的系数都为负且很显著，

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和东部相比，中西部发展服务业处于不利地位。值
得注意的是，中部比西部还面临更大的劣势，系数大小上，ｃｅｎｔｒａｌ的系数绝
对值比ｗｅｓｔ更大。这一结论比较符合已有文献的发现，大多数研究中国区域
经济的文献都发现，中部事实上比西部面临更大的劣势。

另外，从方程 （１）的结果中我们还能够看出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对服务
业的影响。省会哑变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沿海开放城市 （ｃｏａｓｔｏｐｅｎ）和经济特区
（ＳＥＺ）的系数都为负并且显著，这有点不符合直觉。我们的解释是，这三
个政策性的变量可能和地理变量存在着共线性，比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
特区大都拥有港口，很多省会城市同时又是内陆港口城市。为了处理这个
问题，我们重新做了两个回归。方程 （２）中，我们去掉了代表地理因素的
港口和内陆港，方程 （３）中去掉了省会、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去掉港口和内陆港后，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系数为
正，但是不显著。这说明我们直观印象中的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繁
荣不单纯是由于开放和经济特区政策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而方程 （３）中的港口和内陆港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结合 （１）的结
果，说明有无港口对一个城市的服务业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同时，我们
的结果中，省会哑变量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这不符合直觉。在我们的
数据中，省会城市的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更高，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干预，

而政府干预可能是对经济不利的。于是我们在方程 （４）中去掉了省会哑变
量，加入了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结果发现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改变，

而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的系数是负的，这证实了政府干预对服务业发展的
负面作用。

我们也考察了服务业的省际分割效应。方程 （１）到 （４）中，同省哑变
量 （ｓａｍｅｐｒｏ）始终为负且在前三个方程中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大城市会
对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产生吸纳效应，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和大城市
同省的中小城市受到更多的吸纳效应，这说明服务业的省际分割确实是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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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理与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及与第三产业的比较

我们进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对比，是由于地理因素对二者的影响可
能不同。换句话说，服务业和制造业离心力和向心力相对强弱可能不一样。

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力量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本地市场效应 （ｈｏｍｅ－ｍａｒ－
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中心城市市场容量较大，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离中心
城市越近就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市场，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若生产存在
着规模报酬递增，其他条件不变时，厂商扩大规模是有利可图的。离心力包
含两个方面：一是拥挤效应，离大城市越近，竞争越强，稀缺资源价格更高，

如住房和土地租金；另一方面是，经济中有一部分人口是不流动的，这部分
人口也有一定的需求，这也会引致经济活动远离中心城市。一般而言，制造
业的可贸易性要强于服务业，所以制造业更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集聚而利用
规模效应，从而表现出更强的集聚力。同时，由于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相
对较小，不流动人口的那部分工业品需求可以从其他城市购买，因此，制造
业的离心力可能较小。此外，在中国，目前制造业远比服务业更加依赖国外
市场，因而沿海大港口对于制造业来说代表了更大的国内外市场潜力，于是
加强了制造业向大港口周围的集聚力。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被解释变量换成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然后采取
和服务业相同的回归方程，得到的结果如表３。

表３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决定

（５）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６）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７）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８）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ｄｐ －２９．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１．４４＊＊＊ －３０．２１＊＊＊

（９．５５９） （９．５６２） （９．５３５） （１０．０３）

ｄｐ２／１００　 ２．３３＊＊ ２．８３＊＊ ２．５６＊＊ ２．２０＊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２３）

ｄｐ３／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９４６＊＊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７９）

ｄ －０．２４１ －７．０４１ －１．３６８　 ８．７１０
（７．０３７） （６．９０９） （７．０１２） （７．４９１）

ｄ２／１００　 １．０６　 １．４６＊＊ １．２０　 ０．６９４
（０．７４７） （０．７４５） （０．７４７） （０．７８９）

ｌｎｇｄｐｃａｐ０ ９　２９６．７＊＊＊ １０　１３４．３＊＊＊ ８　５７４．１＊＊＊ ７　２８９．８＊＊＊

（１　１８０．７） （１　１６８．６） （１　１４９．１） （１　２３９．９）

ｔｓｒａｔｉｏ －７２４．９＊ －７４１．１＊ －６６１．３＊ －１　１９８．２＊＊

（３９７．６） （３９９．１） （３９７．８） （５６４．４）

ｐｏｐｄｅｎｃ　 ０．７５１＊＊＊ ０．８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７５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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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６）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７）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８）
ｉ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３８４　 ４．０２０ －５．０５６ －１．９６４
（４．８８０） （４．８８７） （３．９５３） （４．１８８）

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ｃａｐ　 ７．５５１＊＊＊ ７．７５５＊＊＊ ７．８４１＊＊＊ １０．３９＊＊＊

（２．４４４） （２．４５４） （２．４４５） （２．７２３）

ｐｏｒｔ　 １　６２８．１　 ９５１．０　 １　２２７．１
（２　２２５．０） （１　６０９．６） （２　３４９．７）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　 ８　２００．１＊＊＊ ７　９５１．８＊＊＊ ８　３８９．４＊＊＊

（１　７０３．８） （１　７０５．０） （１　７８３．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５　９４３．２＊＊＊ －５　６１７．８＊＊＊

（１　８３１．４） （１　８３５．１）

ｃｏａｓｔｏｐｅｎ －２　１３８．１ －１　４３１．１ －６２７．２
（２　８３０．２） （２　２４９．６） （２　９９１．９）

ＳＥＺ －６５０．９　 ２４３．４　 １　５４４．１
（３　４２２．５） （２　８５４．６） （３　６１７．８）

ｍｉｄ －４　７４３．３＊＊＊ －４　０９３．０＊＊＊ －４　７８６．０＊＊＊ －４　１０５．９＊＊

（１　６０３．６） （１　５７７．５） （１　６０４．１） （１　６９０．０）

ｗｅｓｔ　 ６９．６２　 ５９８．８ －５８１．７ －１　００９．５
（２　０８５．９） （２　０７５．４） （２　０７４．６） （２　１８２．８）

ｓａｍｅｐｒｏ　 １　４３４．２　 ４８９．１　 １　９８７．６　 ５　１７５．８＊＊＊

（１　４５７．６） （１　４５０．４） （１　４３７．９） （１　５５９．７）

ｇｏｖｇｄｐｒａｔｉｏ －１　０７２．１＊＊＊

（１２３．１）

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６７　７７９．１＊＊＊ －７１　８８９．２＊＊＊ －６１　５１９．５＊＊＊ －４１　８９５．５＊＊＊

（１０　８４１．７） （１０　７８６．８） （１０　５９４．７） （１１　５２７．０）

观察值 ２　７４７　 ２　７４７　 ２　７４７　 ２　５７０
调整的Ｒ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４　 ０．４２０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２）＊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３）调整的Ｒ２

报告的是同样方程的ＯＬＳ回归的值。

可以看出，二产人均产出与到大港口距离之间的三次曲线关系也是存在
的，但是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的显著性比服务业方程相应的变量系数显著
性更低。为了有直观的比较，我们将方程 （１）和 （５）中三产与二产人均产
出和到港口的距离之间的关系画在了同一张图上，如图３所示。
正如我们所预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到大港口的距离对服务业和制

造业的不同影响。制造业人均产出与到大港口距离的三次曲线关系虽然也存
在，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这说明，相对而言，制造业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和更
弱的离心力，以至于服务业曲线存在第二波峰，而制造业不存在。
到大城市距离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在对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中都不显著，

同时我们也试过加入三次项，结果依然不显著。由于到大城市的距离不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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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到大港口距离对二、三产业人均产出影响对比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区域性大城市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
和第三产业的结果对比，我们比较相信这样一种解释，即中国制造业主要依
赖出口，而服务业服务内需的比重更高，因此相对来说，到区域性大城市的
距离对服务业的影响比对制造业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港口 （ｐｏｒｔ）和内陆港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这一组变量在第三产业

和第二产业方程中显著性的异同。港口哑变量 （ｐｏｒｔ）在第三产业的回归方程
中是显著的，而第二产业中不显著，其解释是作为集聚最初力量的海港城市，
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价的上升和周边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不再成为制造
业的首选地，海港的制造业可以迁到周边邻近且土地更便宜的城市。而服务
业更需要人口集聚和知识、信息的交流，而对空间的需求没有制造业那么
强，所以仍然需要布局在因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而形成的高度集聚的城市。
内陆港口哑变量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回归中都显著为正，
这是因为内地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能够促使工业企业完全迁离河港

的水平，同时服务业自身的集聚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我们也注意到，内陆
港对第三产业的系数更大，这说明即使在内地，港口对于服务业也已经比
制造业更重要。
是否同省 （ｓａｍｅｐｒｏ）这一哑变量在方程 （５）、（６）、（７）中不显著，但

是在方程 （８）里是显著正的，而在服务业方程中，它始终为负且在前三个方
程中非常显著。对这一结论，我们认为可以用大小城市间的分工，或者说大
小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大城市人口集中，收入
水平较高，适合发展服务业；而周边的中小城市地价比较便宜，而且污染成
本较小，适合发展制造业，因此，大小城市之间存在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分
工。依此推理，对于制造业来说，同省 （ｓａｍｅｐｒｏ）系数为正，说明和区域性
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面临更大的市场，而且大城市与同省中小城市之间能
够形成互补之势；对于服务业来说，同省 （ｓａｍｅｐｒｏ）系数为负，意味着和区
域性大城市同省的中小城市将受到更多的吸纳效应，而同一区域性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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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心大城市的服务业具有替代同一城市体系内其他城市的服务业的作用。
总体上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省际分割都是存在的，但同省 （ｓａｍｅｐｒｏ）变
量在制造业中显著性较低，省际市场分割主要存在于服务业。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这一地理因素对服务业
的影响是存在的。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１）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
该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存在着三次的 “∽”形曲线关系，随着到港口距离的
增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２）区域性的大城市对第
三产业的影响也很明显，但是由于我们的样本中到大城市距离最大只有１　１２５
公里，我们看到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到区域性大城市距离之间的关系只
是二次曲线关系，即随着到大城市距离增加，三产的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后
上升。
同时，本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比较了地理因素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影

响的异同，并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１）由于运输成本更低和出口导向更强，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距离之间的关系曲线不存在第二波峰，但是
第三产业的曲线是存在第二波峰的，这说明靠近大港口对于第二产业更重要，
但是靠近大港口对第三产业的重要性也很强，因为第三产业的 “∽”形曲线虽
然有第二波峰，但是第二波峰位置代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远低于大港口；（２）相
对来说，区域性大城市对周边城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显著性要大于制
造业，同时，省际分割现象的确存在，并且省际分割现象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
业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对第三产业主要是阻碍大城市的吸纳效应，而对第
二产业主要是减弱了本地市场效应。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中

国未来的发展导向要转向以内需为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这一发展导向是否会促使中国的城市体系趋于分散化？基于本文的研究，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不会”。更接近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对服务业发展是有
好处的，现代服务业更需要密集的知识和信息，消费型的服务业也需要借助
于高劳动生产率派生出来的需求，大城市对这些服务业更加有利，特别是在
区域性的城市圈内部，大城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的相对优势更明显。所以，
即使中国未来依赖服务业的发展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于依赖出口转为
内需驱动，经济向沿海和大城市集聚仍然是必然趋势，城市体系也不会分散
化。因此，人为地限制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发展不仅会带来效率损失，也不利
于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向更为依赖内需的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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